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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利用独特微观企业创新调查数据库，本文从实证和理论两个层面，研究对

外技术引进活动对中国本土企业自主创新能力的作用及内在机制。主要发现是: 首先，本

文在利用技术引进鼓励政策构造合理工具变量的基础上，验证了技术引进对中国本土企

业的自主创新活动可以产生滞后的促进作用; 其次，在借鉴 ABBGH( 2005 ) 模型的基础

上，构建了刻画产业内领先企业和落后企业之间创新竞争行为和博弈逻辑的局部均衡模

型，揭示出在不同竞争结构类型的产业内，企业对外技术引进对创新活动的复杂影响。后

续的实证研究进一步验证了理论模型，证明在 LL 型竞争结构特征为主的产业内，对外技

术引进方对处于创新差距中等分布状态企业的自主创新活动有显著的促进效应，而对处

于其他创新差距分布状态的企业未产生影响。因此，对外技术引进鼓励政策对本土企业

自主创新的促进效应具有一定局限性。本文的发现可为中国各级政府实施的对外技术引

进政策及今后的政策调整，提供有价值的参考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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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 言

在全球化背景下，对于技术创新处于相对落后状态的发展中国家而言，可以通过向发达国家引

进或购买技术，促进本土企业自主创新能力的提升，进而获得推动自身经济可持续增长的基础条件

( 李小平，2007; 吴延兵，2008; 唐末兵等，2014) 。对于对外技术引进和自主创新之间的关系，即“做

和买”( make-or-buy) 的关系，有两种比较典型的理论假说。一种是替代关系假说，另一种是互补关

系假说。从既有的跨国实证文献看，两种理论假说尚未得到一致的证据支撑。Lee( 1996 ) 利用韩

国制造业样本，发现对外技术引进和自主 Ｒ＆D 之间的替代关系。但是，其他基于发展中国家或小

型发达国家和地区的实证研究，均揭示了二者之间的互补 关 系。代 表 性 文 献 有 Deolaliker ＆
Evenson( 1989) 、Katrak( 1990) 等针对印度、Katz( 1973) 针对巴西、Centano( 1987) 针对阿根廷、Braga
＆ Willmore( 1991) 针对秘鲁、Chang ＆ Ｒobin( 2006 ) 针对中国台湾、Veugelers ＆ Cassiman( 1999 ) 和

Cassiman ＆ Veugelers( 2006) 针对比利时等的研究。
中国政府充分认识到积极实施鼓励对外技术引进策略的重要价值。2006 年，商务部等十部门

就联合发布了《科技兴贸十一五规划》和《关于鼓励技术引进和创新，促进转变外贸增长方式的若

干意见》，以全面鼓励和支持引进先进技术，从整体层面促进产业技术进步，促进本土企业自主创

新能力提升。然而，2006 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 Edmund Phelps 在 2018 年接受《金融时报》电话

采访时指出，对国外技术转移的过度依赖，已经成为制约中国经济可持续增长的重要原因之一。针

对中国的现实背景，研究文献并未得到一致发现。孙文杰和沈坤荣( 2007) 、孙建等( 2009) 、刘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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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黄平川( 2011) 、刘小鲁( 2011) 、Zhang( 2012 ) 等，从不同角度和渠道得到了对外技术引进对中国

自主创新的互补作用。然而，李正卫等 ( 2010 ) 、肖利平和谢丹阳 ( 2016 ) 、汤萱 ( 2017 ) 、Yu et al．
( 2019) 等则发现中国情景下对外技术引进和自主创新之间的替代关系、不相关性或更复杂关系。

与既有文献相比，本文可能具有的贡献体现在: 第一，国内相关研究存在较突出的滞后性，主要

原因是缺乏来自微观层面的细致且深入的经验证据，导致中国背景下对外技术引进和自主创新活

动之间关系的研究结论不一致。本文基于中国国家统计局的创新调查数据库的独特性大样本微观

企业信息，辨析对外技术引进对本土企业自主创新的影响及其实现机制。本文的经验发现表明，对

外技术引进行为对本土企业自主创新产生的滞后性和差异性的促进效应，为该领域的研究增添了

重要的微观经验证据。第二，将技术吸收能力理论和 ABBGH( 2005 ) 的行业市场竞争结构创新行

为理论融合在一个框架内，揭示出在中国多数为 LL 型竞争结构特征的产业内，对外技术引进只对

处于创新差距中等分布状态的企业自主创新具有显著的促进效应，而对处于其他创新差距分布状

态企业未产生影响，说明了中国对外技术引进政策的局限性。第三，基于 Cohen ＆ Levinthal( 1989)

开创的企业技术吸收能力理论，不同层次企业的技术吸收能力存在异质性，必然造成企业对外技术

引进和自主创新能力之间因果识别难度增加。本文基于中国政府出台的进口技术鼓励政策以及经

过多轮调整后的相关具体目录，尝试设计微观层面对外技术引进活动的外生政策工具变量，进而通

过因果识别逻辑判断中国背景下对外技术引进行为能否对本土企业自主创新形成促进效应，为后

续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借鉴。

二、研究设计与工具变量

( 一) 计量模型与重要变量定义

为了有效实证研究对外技术引进对中国本土自身创新活动可能的影响效应，本文构建了如下

简约形式模型( reduced-form model) :

Innovationit = α0 + α1Foreigntechnologyimportit + λ·X + γfirm + γyear + εit ( 1)

方程( 1) 中，因变量 Innovationit反映企业 i 在年份 t 的创新投入活动的相关变量。使用两种形

式的代理变量加以测度，一种是用企业当年人均科技活动经费支出 ( 单位均为千元) 对数值 ( ln
( perinnovationspend) it ) 来表示。企业人均科技活动经费支出使用当年企业科技活动经费支出额与

企业当年科技活动人员数的比来表示。按照国家统计局的相关规定，企业当年的科技活动经费支

出 = 当年企业内部用于科技活动的经费支出 + 当年企业委托外单位开展科技活动的经费支出。值

得注意的是，企业科技活动经费支出变量不包括企业技术引进经费支出。从中国企业创新活动的

特点看，企业科技活动经费既包含了企业进行研究与试验发展( Ｒ＆D) 的经费支出、用于基础研究、
应用研究和试验发展等环节的经费支出，也包含了企业将创新成果进行工程化、产业化等方面的支

出。在中国多数制造业企业仍处于模仿创新和创新产业化阶段的客观背景下，该变量所包含的企

业创新链环节的科技活动经费支出信息，更能体现中国国情下企业创新活动的基本特征。另一种

是使用企业当年人均私人性质( private) 科技活动经费支出对数值( ln( perprivateinnovation) it ) 来表

示。其中，企业当年人均私人性质的科技活动经费，使用企业当年科技活动经费支出额减去来自政

府部门的科技活动资金额表示。显然，中国各级政府普遍偏向于使用以财政资金补贴、资助和扶持

为主的各种创新政策，激励中国本土企业的创新能力。剔除了政府补贴、资助和扶持资金等的企业创

新投入信息，能更大程度上代表企业自主创新能力。对于核心解释变量 Foreigntechnologyimportit，一方

面，使用企业 i 在年份 t 的人均引进国外技术经费支出的对数值( ln( perintroducespend) it ) 。企业人均

引进国外技术经费支出，是企业当年引进国外技术经费支出与企业当年科技活动人员数的比值;

另一方面，借鉴既有文献，使用企业对外技术依存度指标 ( FTDIit，foreign technology depend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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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dex) 来表示，该指标的计算方法为: 企业对外技术依存度 = ( 当年企业引进国外技术经费支出

和技术引进经费) / ( 当年企业引进国外技术经费支出和技术引进经费 + 当年企业科技活动经费

支出) 。
在尽可能保证控制变量外生性的基础上，兼顾相关数据的可获得性，( 1 ) 式选择的控制变量

包括: 企业创新固定资产规模，使用企业当年形成用于科技活动的固定资产规模与企业当年科技

活动人员数的比值( ln( perfixedcapital) ) 来表示。企业获得的政府创新补贴，本文使用企业当年来

自政府部门的科技活动资金与企业当年科技活动人员数的比值 ( ln ( pergovernsubsidy) ) 表示。企

业年龄( age) ，使用样本期与注册时间的有效差距来表示。为了避免当年注册造成企业年龄为 0
的现象，采取对企业样本期与注册时间的差距加 1 的方法来处理。企业出口( export) ，使用企业

新产品出口额与新产品销售额的比值来度量。市场竞争 ( HHI) ，定义为按照二位码产业中科技

活动人员数所计算出的赫芬达尔—赫希曼指数。企业市场势力 ( marketpower) ，使用企业所形成

国家标准或行业标准的数量表示。企业所有制，使用细化到三位码的登记注册类型来区分。本

文的数据库信息显示，大约 25. 84% 的企业在样本观察期内发生了所有制信息的变更和调整。因

此，需要对此变量加以控制。当然，仍然需要纳入企业个体层面的虚拟变量，借此来控制由于企

业自身技术积累能力差异、所处地理区位差异、所处行业差异、地区性政府产业政策或创新政策

差异以及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差异等产生的综合影响。我们还纳入了年份虚拟变量，控制由于外

部因素对微观企业创新的冲击性影响以及经济发展动态变化的影响。最后，εit表示服从 i． i． d 的

随机扰动项。
( 二) 内生性问题与工具变量设计

对( 1) 式而言，要得到核心解释变量的一致性估计，需要解决由于核心解释变量和因变量之间

可能的反向因果导致的内生性问题。在中国背景下寻找匹配微观企业对外技术引进的工具变量，

最有效的途径是从政策角度入手。由中国国家商务部、发改委、科技部、财政部、海关总署、税务总

局、知识产权局、外汇局等多个部门，联合发布《关于鼓励技术引进和创新，促进转变外贸增长方式

的若干意见》( 商服贸发［2006］13 号) ，开启了采取优惠政策措施鼓励中国企业对外技术引进的进

程。2007 年，国家发改委、财政部、商务部三部门联合发布了《关于发布鼓励进口技术和产品目录

的通知》( 发改工业〔2007〕2515 号) ，对中国鼓励进口的技术专门制定和出台了《鼓励进口技术和

产品目录( 2007 年版) 》。2009 年上述三部门又联合发布了《关于发布鼓励进口技术和产品目录

( 2009 年版) 的通知》( 发改产业〔2009〕1926 号) 以及《鼓励进口技术和产品目录 ( 2009 年版) 》。
2011 年、2014 年、2016 年，又持续性地联合发布《关于发布鼓励进口技术和产品目录的通知》以及

经过多轮调整过的 2011 年、2014 年、2016 年《鼓励进口技术和产品目录》。在本文 2008—2014 年

样本观察期内，可以观察到 2007 年、2009 年、2011 年以及 2014 年四次国家机构关于鼓励进口技术

和产品目录调整，对微观企业的外生性政策冲击。相对于 2007 年，2009 年约有 25%的技术目录经

过进入和退出的调整。相对于 2009 年，2011 年约有 37% 的技术目录经过进入和退出的调整。相

对于 2011 年，2014 年约有 15%的技术目录经过进入和退出的调整。
鉴于中国政府部门鼓励进口技术的产品目录频繁调整的客观事实，本文构建虚拟变量形式的

工具变量 Introducepolicyjt，定义为中国的四位码产业 j 在年份 t，如果属于政府鼓励进口技术的产

品目录，则为 1，如果不属于政府鼓励进口技术的产品目录，则为 0。我们面临的难题是，如何将

企业层面的个体信息尽可能精确地匹配到各年份的政府鼓励技术进口产品目录中的四个定义和

标准。在充分借鉴 Lu et al． ( 2017) 匹配策略的基础上，本文按照企业所处的四位码行业层面信

息，人工判断加以匹配。其合理性在于: 一方面，无论是鼓励技术进口产品目录中所列示的“鼓励

引进的先进技术”、“鼓励进口的重要装备”的具体定义角度，还是从“鼓励发展的重点行业”、“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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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性产品、原材料”的具体定义，归纳到四位码产业层面的界定信息是最容易精确识别和实施的

匹配策略; 另一方面，将鼓励技术进口产品目录的信息对应到四位码产业层面，既可以减少由于

产品目录中可能存在的模糊信息所带来的难以精准识别和准确匹配问题，也可以增加工具变量

的外生性政策冲击效应。从产业层面的政策角度看，其较少受到企业个体层面技术进口决策行

为的影响。
需要关注的是，一方面，对于相关政府部门出台的鼓励技术进口产品目录而言，从出台文件到

具体产生落实，需要多个政府部门的配合，在各政府部门之间存在横向行政分割体制以及相互没有

管辖权的前提下，必然要经历较长时期，造成政策作用的滞后效应; 另一方面，不少文件的出台是在

某个年份的下半年或者接近年底，导致落实举措的启动时间，要延续到下一年。基于以上这两个方

面，我们针对工具变量 Introducepolicyjt采取了滞后策略，采取滞后二期的工具变量 Introducepolicy － 2

和滞后三期的工具变量 Introducepolicy － 3的组合，以此来捕捉和反映各年度的政府鼓励技术进口政

策对微观企业对外技术引进行为的滞后作用。
( 三) 数据来源与说明

本文的研究数据主要来源于 2008—2014 年国家统计局《全国创新调查企业数据库》。该数据

库详细提供了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以及相关科技服务企业的科技创新活动指标信息，是目前国内研

究微观企业创新活动最全面的数据库之一。依据该数据库，获得了与本文研究主题密切相关的中

国各省份创新活动的信息以及控制变量信息。我们还对该数据库做了如下处理: 第一，针对 2011
年国民经济行业分类标准的修订，将 2011 年之后的行业分类标准与 2002 年国民经济行业分类标

准对齐，以获得统一的行业划分标准。第二，针对 2008 年、2009 企业注册年份变量的缺失问题，一

方面利用创新企业数据库中 2010—2014 年的企业信息，按照 企 业 法 人 代 码 匹 配。同 时 利 用

1999—2013 年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数据库的信息，按照企业法人代码和企业中文名称匹配。对于

6320 家无法匹配的企业，采取手工搜寻方法，在中国企业查询网查询具体的注册年份。第三，剔除

了科技服务企业样本。第四，针对样本中少量指标的异常值，既通过与国家统计局的规模以上工业

企业数据库的匹配来加以校正校准，也通过手工查询进行核实。对某些极少量的违背正常逻辑的

指标样本，对其进行了删除处理。经过以上处理后，本文最终得到的中国工业部门企业样本数量有

300872 家，覆盖所有工业部门的二位码行业。

三、对外技术引进对本土企业自主创新的影响

( 一) 基础回归

针对方程( 1) ，首先运用基本的 OLS 方法进行回归，检验结果列示在表 1 中。其中，模型 1 报

告的是以企业人均总创新支出额为因变量的回归结果，解释变量 Ln ( perintroducespend) 的系数在

1%水平上显著为正，表明中国本土企业的对外技术引进活动对创新总投入可能产生积极的促进效

应。模型 2 将解释变量替换为企业对外技术依存度，解释变量 FTDI 的系数为负但不显著。考虑

到中国情景下各级政府倾向于采取各种财政资金补贴等形式的创新激励政策，容易造成政府创新

补贴政策对本土企业自主创新能力的挤出效应，从而使得模型 1 和模型 2 中的检验结果未必能够

精准反映对外技术引进活动对企业自主创新能力的作用。在模型 3 和模型 4 中，将因变量替换为

更能反映企业自主创新能力的企业人均私人性质创新支出额。从模型 3 的回归结果可以发现，解

释变量 Ln( perintroducespend) 的系数在 1%水平上显著为正，再次验证了对外技术引进活动对中国

本土企业私人性质创新投入可能的显著促进效应。从模型 4 的结果看，解释变量 FTDI 的系数虽

然为正，但不显著。看似不一致的回归结果可能说明的问题是，若没有有效解决相应的内生性问

题，利用简单 OLS 估计方法难以得到一致的估计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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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对外技术引进对本土企业创新活动影响的 OLS 结果

模型 1 模型 2 模型 3 模型 4

因变量类型 Ln( perinnovationspend) Ln( perprivateinnovation)

Ln( perintroducespend)
0. 1119

( 21. 05) ＊＊＊
0. 1213

( 21. 38) ＊＊＊

FTDI
－ 0. 0389

( － 0. 59)

0. 0112
( 0. 16)

Ln( perfixedcapital)
0. 1429

( 95. 79) ＊＊＊
0. 1446

( 96. 93) ＊＊＊
0. 1495

( 95. 71) ＊＊＊
0. 1513

( 96. 88) ＊＊＊

Ln( pergovernsubsidy)
0. 1004

( 49. 88) ＊＊＊
0. 1036

( 50. 81) ＊＊＊
0. 0294

( 12. 44) ＊＊＊
0. 0331

( 13. 83) ＊＊＊

Age
－ 0. 0001

( － 1. 03)

－ 0. 0001
( － 0. 66)

－ 0. 0001
( － 0. 79)

－ 0. 0000
( － 0. 41)

Export
0. 0139
( 1. 25)

0. 0257

( 2. 30) ＊＊
0. 0203

( 1. 75) *

0. 0327

( 2. 80) ＊＊＊

HHI
0. 5769

( 2. 18) ＊＊
0. 5557

( 2. 11) ＊＊
0. 5608

( 2. 00) ＊＊
0. 5386

( 1. 92) *

Marketpower
0. 0028

( 3. 69) ＊＊＊
0. 0034

( 3. 72) ＊＊＊
0. 0032

( 3. 72) ＊＊＊
0. 0038

( 3. 74) ＊＊＊

Constant
3. 5974
( 0. 00)

4. 8847

( 105. 52) ＊＊＊
4. 8500

( 97. 11) ＊＊＊
4. 8553

( 96. 90) ＊＊＊

所有制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个体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年份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Adjusted-Ｒ2 0. 1533 0. 1504 0. 1354 0. 1322

样本数 294599 294597 291691 291691

注: ＊＊＊、＊＊、* 分别表示 1%、5%、10% ( 双尾) 的显著性水平。括号内的数值为经过以企业个体层面的 Cluster 聚类以及异方

差调整过的 t 值或 z 值。

( 二) 工具变量回归结果

表 2 是采用我们设计的政策性工具变量的 2SLS 检验结果。可以观察出，模型 1 至模型 4 的第

一阶段回归结果中，滞后二期的工具变量 Introducepolicy － 2 和滞后三期的工具变量 Introducepolicy － 3

的系数均显著为正，表明政府鼓励技术进口政策以及相应的产品目录调整变化信息，的确对微观企

业的对外技术引进行为产生了显著的滞后刺激作用。我们关注的重点是在模型 1 至模型 4 第二阶

段回归中核心解释变量的结果，可以发现，无论是 Ln ( perinnovationspend ) 作为因变量，还是 Ln
( perprivateinnovation) 作为因变量，核心解释变量 Ln( perintroducespend) 和 FTDI 的系数均没有显著

的效应。这似乎表明，对外技术引进并未对中国本土企业产生任何效应。
( 三) 中国本土企业创新活动存在滞后效应吗?

容易理解的逻辑是，企业要将对外引进的技术成果转化为自身的生产技术诀窍、创新研发知识

和自主创新能力，必然需要一定周期的消化吸收、“干中学”( learning-by-doing) 和模仿后再创新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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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对外技术引进对中国本土企业创新影响的 2SLS 检验

模型 1 模型 2 模型 3 模型 4

因变量类型 Ln( perinnovationspend) Ln( perprivateinnovation)

第一阶段回归

Introducepolicy － 2

0. 0105

( 2. 69) ＊＊＊
0. 0005

( 2. 65) ＊＊＊
0. 0110

( 2. 81) ＊＊＊
0. 0006

( 2. 02) ＊＊

Introducepolicy － 3

0. 0072

( 1. 75) *

0. 0005

( 1. 86) *

0. 0079

( 1. 90) *

0. 0006

( 1. 84) *

第二阶段回归

Ln( perintroducespend)
－ 1. 2573

( － 0. 76)

－ 0. 6619
( － 0. 96)

FTDI
－ 15. 2150
( － 1. 05)

－ 10. 2422
( － 0. 92)

不可识别检验( Anderson LM 统计量) 27. 98＊＊＊ 25. 03＊＊＊ 112. 38＊＊＊ 105. 41＊＊＊

弱 识 别 检 验 ( Cragg-Donald Wald F
statistic 统计量)

324. 58＊＊＊ 322. 74＊＊＊ 254. 29＊＊＊ 251. 03＊＊＊

过度识别检验( Sargan 统计量) 1. 26 1. 37 0. 78 0. 77

Mean VIF 5. 67 5. 49 5. 62 5. 43

Adjusted-Ｒ2 0. 0303 0. 0141 0. 0308 0. 0140

样本数 294599 294597 291691 291691

注: ＊＊＊、＊＊、* 分别表示 1%、5%、10% ( 双尾) 的显著性水平。括号内为经过以企业个体层面信息的 Cluster 聚类以及异方差

调整过的 t 值或 z 值。限于篇幅，其他控制变量回归结果省略。

程，这必然造成企业对外技术引进行为对自身创新投入产生滞后效应。基于此，表 3 中展示了对因变

量采取不同滞后期处理的检验结果。模型 1 和模型 2 报告的是针对因变量 Ln( perinnovationspend) ，模

型 3 和模型 4 报告的是针对因变量 Ln( perprivateinnovation) ，分别采取前推 1 期和 2 期的检验策略。
有价值的发现是，只有对因变量采取前推 2 期处理的模型中，解释变量 Ln( perintroducespend) 回归系数

显著为正。由此表明，中国本土企业的对外技术引进活动，对滞后二期的自身创新投入产生了显著促

进效应。类似的证据在以 Ln( perinnovationspend) 为因变量的模型 5 至模型 8 中也得以发现。以模型

2 和模型 4 的结果作为基准，可以看出，人均对外技术引进额每提高 1%，促进中国本土企业滞后 2 期

的人均创新投入额分别提高0. 911 个和0. 838 个百分点。而以模型5 和模型8 的结果作为基准，人均

对外技术引进额每提高 1%，会促进中国本土企业当前、滞后 1 期和滞后 2 期人均创新投入均值分

别提高 0. 604 个和 0. 598 个百分点。遵循表 3 的逻辑，针对解释变量 FTDI 的所有稳健性回归结

果，①再次验证了以上发现。可以观察出一个比较突出的现象是，相比表 2，在表 3 中各模型的第一

阶段回归结果中，工具变量 Introducepolicy － 2 和 Introducepolicy － 3 回归系数的显著性明显提高。这说

明，在考虑对外技术引进对中国本土企业自身创新投入的影响存在滞后效应的情形下，设计工具变

量可能更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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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对外技术引进对中国本土企业滞后创新投入影响的 2SLS 检验

模型 1 模型 2 模型 3 模型 4 模型 5 模型 6 模型 7 模型 8

因变量 Ln( perinnovationspend) Ln( perprivateinnovation) Ln( perinnovationspend) Ln( perprivateinnovation)

因变量形式 前推 1 期 前推 2 期 前推 1 期 前推 2 期

当期和前

推 1 期

的均值

当期、前推

1 和 2 期

的均值

当期和前

推 1 期的

均值

当期、前推

1 和 2 期

的均值

Ln( perintroducespend)
0. 3167
( 0. 85)

0. 9108

( 2. 76) ＊＊＊
0. 3277
( 0. 84)

0. 8379

( 2. 53) ＊＊
0. 1825
( 0. 51)

0. 6043

( 2. 23) ＊＊
0. 1895
( 0. 54)

0. 5982

( 2. 32) ＊＊

FTDI
6. 3625
( 1. 02)

17. 4457

( 2. 29) ＊＊
6. 1669
( 0. 98)

15. 8487

( 2. 16) ＊＊
4. 1893
( 0. 72)

10. 9584

( 1. 98) ＊＊
3. 8221
( 0. 72)

9. 5804

( 2. 14) ＊＊

注: ＊＊＊、＊＊、* 分别表示 1%、5%、10% ( 双尾) 的统计显著性水平。括号内的数值为经过以企业个体层面信息的 Cluster 聚类

以及异方差调整过的 t 值或 z 值。将因变量进行前推 1 期和前推 2 期等价于将所有控制变量滞后 1 期和滞后 2 期。限于篇幅，其

他控制变量结果省略。

( 四) 稳健性检验

要得到对外技术引进对企业自主创新活动的可靠影响，仍然需要注意的一个问题是，样本数据

中存在企业将部分科技活动委托给其他单位的现象。由于企业自身不掌握核心技术而需要从外部

获得重要创新资源的现象，在一定程度上造成本文衡量的企业自主创新能力的代理指标中，包含了

委托给其他单位科技经费支出的信息，可能高估了企业自主创新能力。为此，我们在企业科技活动

经费支出或私人性质科技活动经费支出中剔除了企业委托给外单位的科技经费支出额，仍然只在

因变 量 采 取 前 推 2 期 以 及 当 期、前 推 1 期 和 前 推 2 期 均 值 形 式 的 模 型 中，解 释 变 量 Ln
( perintroducespend) 和 FTDI 呈现出显著正向效应，其他控制变量结果均未发生本质变化。

四、对外技术引进对企业自主创新作用的机理分析

( 一) 理论模型: 不同竞争结构状态下对外技术引进对自主创新的作用

借鉴 ABBGH( 2005) 模型的基本思路及其对不同产业 NN 型和 LL 型两种类型的划分方法，我

们重新构建了包含创新成功概率的理论模型。假定某个行业中只有两个企业，处于双头寡头垄断

竞争的状态。其中，符号 i 和 － i 分别表示该行业中的创新领先企业和落后企业( 或理解为创新追

赶企业) ，各自生产数量为 qi 和 q － i的两种商品。假定代表性消费者的效用函数为:

U = ∑
∞

t = 0
αt lnQt 其中，Qt = ( qλit + qλ－it )

1 /λ，λ∈ ( 0，1］ ( 2)

( 2) 式中，假定时间 t 变量是离散型的。最关键的参数是 λ，表示创新领先企业 i 和落后企业 －
i 生产的两种商品之间的市场替代弹性。参数 λ 代表了行业内的创新领先企业 i 和落后企业 － i 之

间的市场竞争程度，参数 λ 越趋向 1，表明二者之间的替代性越强，市场竞争程度越大。假定创新

领先企业 i 或落后企业 － i，在给定工资水平 w 下，劳动力作为生产、创新研发或对外技术引进的要

素投入，且生产函数具有如下不变规模报酬特征:

qit = AitLit 其中，A = γkit ( 3)

( 3) 式中，γ 表示企业 i 在时期 t 的创新资本存量，也可理解为企业创新研发投入额或对外技术

引进支出额的总和，kit表示企业 i 在时期 t 的技术水平，由此，可以将行业内的创新领先企业 i 或落

后企业 － i 的创新差距 n 表达如下: n = ki － k － i。当 n 越大表示领先企业 i 和落后企业 － i 之间的技

术创新水平差距越大，行业越是倾向于 LL 型市场结构，即 leader-and-laggard 类型的市场竞争结构，

行业 内 的 市 场 竞 争 程 度 相 对 较 弱，领 先 企 业 的 创 新 垄 断 势 力 提 升，行 业 内 熊 彼 特 效 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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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chumpeterian effect) 占优。当 n 越小表示领先企业 i 和落后企业 － i 之间的技术创新水平差距越

小，行业越倾向于 NN 型市场结构，即 necker-and-necker 类型的市场竞争结构，行业内市场竞争程

度较强，领先企业和落后企业之间以创新来进行市场竞争的动力强化，此时行业内的逃离竞争效应

( escape-competition effect) 占优。假定劳动市场上的均衡工资水平为 w。由此，可得到企业 i 的边

际成本函数: cit = wγ － kit。假定创新领先企业 i 和落后企业( 追赶企业) － i 展开 Bertrand Equilibrium
式市场竞争。代表性企业利润最大化问题就可表达为:

max
pi| p －i

πi = ( pi － ci ) qi ( pi，p－i ) ( 4)

在企业利润最大化的基础上，考虑企业如何将利润分配到自主创新研发活动或对外技术引进

活动，以获得企业价值最大化的决策行为逻辑。一方面，包含创新成功概率的价值方程相比于

ABBGH( 2005) 的研究框架更贴合企业创新实际，具备更高的合理性; 另一方面，为了保证新引入的

创新概率模型修改部分的合理性，本文借鉴 Hashmi( 2013 ) 的创新概率模型，作为修改合理性的重

要依据。假定企业创新研发活动依赖于研发投入密集度 x∈［0，∞ ) ，表示 x 单位的劳动被投入到

创新研发活动。类似地，假定企业对外技术引进活动依赖于购买金额以及消化吸收强度 s∈［0，

∞ ) ，表示 s 单位的劳动被投入到对外技术引进活动。进一步地，假定企业创新成功的概率由自身

的创新研发和对外技术引进共同决定，因此，在代表性企业自身的技术差距( 创新差距) 状态参数

为 n 的情形下，构造如下创新成功概率函数:

Prxs ( n) = Pr( x( n) ，s( n) ，n) = ［( 1 － e－θxx( n) )
σ－1
σ

+ ( max{ 0，1 － e( n－珔n) } ( 1 － e－θss( n) ) )
σ－1
σ ］

σ
σ－1 + max{ 0，1 － eτ( n－珔n) }

( 5)

其中，x( n) 表示代表性企业处于行业技术水平差异( 即创新水平差异) 状态 n 时的创新研发投入支

出额，s( n) 表示代表性企业在处于行业技术水平差异( 即创新水平差异) 状态 n 时的对外技术引进

支出额。珔n 为外生的技术差距，可以理解为由企业原有的创新资本存量规模 γ 的差异造成的。max
{ 0，1 － e( n －珔n) } 和 max{ 0，1 － eτ( n －珔n) } 分别指对外技术引进和获得免费技术溢出效应的条件概率，其

含义是，当 n ＞ =珔n 时，表示当企业的领先技术差距超过特定门槛值时，必然有 max{ 0，1 － e( n －珔n) } =
0 和 max{ 0，1 － eτ( n －珔n) } = 0; 当 n ＜珔n 时，表示当企业的技术差距领先小于特定的门槛值时，必然有

max{ 0，1 － e( n －珔n) } = ( 1 － e( n －珔n) ) 和 max{ 0，1 － eτ( n －珔n) } = ( 1 － eτ( n －珔n) ) 。此外，θx 表示企业自主创新

投入效率，而 θs 则表示企业技术引进效率，θx 和 θs 越大表示各自效率越高。参数 σ 刻画了企业在

自主创新研发活动或者对外技术引进两种决策之间的替代弹性。σ 增大，表示企业自主创新活动

和对外技术引进之间的可替代性越大。而 τ 表示处于相对落后状态企业通过技术外溢可以免费获

得的技术创新转移强度，τ 越大表示落后企业获得的免费技术溢出效应越强。
由此，可以得到两种逻辑关系: ( 1 ) 当 n≥珔n 时，表示该行业处于 NN 型市场竞争结构中。此

时，行业内领先企业和落后企业的创新差距较小。无论是领先企业还是落后企业，企业由于自身

处于技术创新的前沿，从国外市场上获得技术创新的难度和阻碍较大，只能依靠创新研发投入来维

持市场竞争优势，该状况下必然满足条件 x ( n) ＞ 0，s ( n) = 0。此时企业创新成功概率方程与

Hashmi( 2013) 基本类似。( 2) 当 n ＜珔n 时，表示该行业处于 LL 型市场竞争结构，此时，领先企业和

落后企业( 追赶企业) 的创新差距较大。对领先企业而言，由于其处于技术创新的前沿，从国外市

场上获得技术创新的难度和阻碍较大，只能依靠自身的创新研发投入来维持市场竞争优势。而对

落后企业 － i 来说，则可以同时选择自主创新研发活动或对外技术引进活动，以实现创新追赶以及

市场竞争力提升的目标。该状况下必然满足条件 x( n) ＞ 0，s( n) ＞ 0，企业可以通过对外技术引进

活动和创新学习效应提升自主创新概率，当技术落后企业与领先企业差距更大时( 即 n －珔n 增大) ，

企业进行对外技术引进的成功概率和效率更高。换言之，技术落后的企业通过引进获得技术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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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更高效率，这刻画了落后技术的相对可获得性以及易复制和模仿的基本特征。归纳以上思想，

可以将不同技术差距状态的企业创新成功概率设定为如下形式:

Prxs ( x( n) ，s( n) ，n) =
1 － e－θxx( n) if n≥珔n

［( 1 － e－θxx( n) )
σ－1
σ + ( ( 1 － e( n－珔n) ) ( 1 － e－θss( n) ) )

σ－1
σ ］

σ
σ－1

+ ( 1 － eτ( n－珔n) ) if n ＜ 珔
{

n

( 6)

( 6) 式中，需要额外交代的是代表企业技术差距特定门槛值珔n 的含义，按照 Hashmi( 2013) 的解

释，应该将珔n 设定为负值，比如，珔n = － 3。结合以上的分析，我们定义在行业内的领先企业 i 和落后

企业 － i 企业之间的可能博弈策略集合。具体来看: ( 1) 针对 A 博弈策略组合，领先企业获得创新

成功，而落后企业创新和技术引进均未获得成功，这种状态的发生概率为 Prxu ( x( n) ，s( n) ，n) ［1 －
Prxu ( x( － n) ，s( － n) ，－ n) ］，此时，领先企业 i 和落后企业 － i 的创新差距由 n 变为 n + 1。( 2) 针

对 B 博弈策略组合，领先企业获得创新成功，竞争对手落后企业创新成功和技术引进获得成功，发

生概率为 Prxs ( x( n) ，s( n) ，n) Prxs ( x( － n) ，s( － n) ，－ n) ，此时，领先企业 i 和落后企业 － i 的创新

差距 n 维持不变。( 3) 针对 C 博弈策略组合，领先企业创新未获得成功，落后企业创新未成功和技

术引进也未成功，其发生概率为［1 － Prxs ( x( n) ，s( n) ，n) ］［1 － Prxs ( x( － n) ，s( － n) ，－ n) ］，此时，

领先企业 i 和落后企业 － i 的创新差距 n 仍然维持不变。( 4) 针对 D 博弈策略组合，领先企业创新

未获得成功，而竞争对手落后企业创新和技术引进获得成功，这种状态的发生概率为［1 － Prxs ( x( n) ，s
( n) ，n) ］Prxs ( x( － n) ，s( － n) ，－ n) ，此时，领先企业 i 和落后企业 － i 的创新差距由 n 变为 n －1。

在代表性企业自身技术差距状态为 n 步的情形下，企业价值 V( n) 最大化的 Bellman 方程构造

如下:

V( n) = max

π( n) － w( x( n) + s( n) ) － fx( x( n) ＞ 0) － fs( s( n) ＞ 0)

+ β［Prxs ( x( n) ，s( n) ，n) ［1 － Prxn ( x( － n) ，s( － n) ，－ n) ］］V( n + 1)

+ ［1 － Prxs ( x( n) ，s( n) ，n) Prxu ( x( － n) ，s( － n) ，－ n) ］V( n － 1)

+ Prxs ( x( n) ，s( n) ，n) Prxs ( x( － n) ，s( － n) ，－ n) ］V( n)

+ ［1 － Prxs ( x( n) ，s( n) ，n) ］［1 － Prsu ( x( － n) ，s( － n) ，－ n) ］V( n

























)

( 7)

其中，∏( ·) 为指示函数，fx 和 fs 分别为企业自主创新和对外技术引进的固定成本。企业自主创

新的固定成本，刻画的是企业进行创新研发活动的前期实验室建设、设备购置以及人才引进等方面

的成本; 企业技术引进的固定成本则包括找寻技术引进对象、与外国企业洽谈等前期成本支出。
( 二) 均衡分析: 不同创新差距分布状态下对外技术引进对企业创新的作用

( 1) 当 n≥珔n 时，表明行业处于 NN 类型的市场竞争结构，行业内的领先企业和落后企业的创新

差距较小，由于代表性企业都处于技术创新相对前沿，无法实施对外技术引进活动策略，自主创新

将是企业的主要技术创新来源。此时的均衡解是: x( n) =
ln
θxα( n)

w
θx

，具体可参见 Hashmi( 2013) 。

( 2) 当 n ＜珔n 时，表明行业处于 LL 类型的市场竞争结构，领先企业和落后企业的创新差距较

大，由于领先企业处于技术创新前沿，自主创新将是其主要技术创新来源，而落后企业处于技术落

后地位，能够选择进行对外技术引进活动或自主创新两种竞争策略。此时模型的均衡解是:

( eσθss( n) － e( σ－1) θss( n) )
( eσθxx( n) － e( σ－1) θxx( n) )

= θs
θ( )
x

σ

( 1 － e( n－珔n) ) σ－1 ( 8)

命题 1: 当行业的竞争结构处于 LL 类型时，对外技术引进和企业自主创新投入之间存在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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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正相关关系。
利用数值模拟方法对( 8) 式的 Bellman 方程求均衡解。对其中的外生参数依据中国背景和既

有文献给予设置，得到图 1。① 无论如何变换外生参数的设置，变量 x( n) 和 s( n) 之间始终呈现较

稳定的正相关关系，由此得到命题 1。其表明，在行业的竞争结构处于 LL 类型时，即行业内领先企

业的创新水平远远领先于落后企业的情形下，企业的对外技术引进行为和自主创新投入之间必然

存在较稳定的互补效应。命题 1 背后的可能作用机理在于: LL 型市场竞争结构特征的行业内，行

业内的熊彼特效应( Schumpeterian effect) 占优，但是，落后企业始终存在对外技术引进的激励，依靠

外部技术资源的购买和吸收来追赶领先企业的创新水平，应对领先企业的市场竞争压力，从而通过

对外技术引进激发行业内的逃离竞争效应。
命题 2: 处于 LL 类型的市场竞争结构特征的行业，企业在行业内所处的不同创新差距分布状

态，是影响企业技术引进行为和自主创新投入关系的重要因素。对于处于中等创新差距分布状态

的企业而言，其技术引进行为和企业自主创新投入之间的正相关关系较显著; 而对于行业内领先或

者落后创新差距分布状态的企业而言，其技术引进行为和企业自主创新投入之间的正相关关系相

对较弱，甚至出现不显著现象。
从图 1 中可以观察出的另一种规律是，随着 n 变大，x( n) 和 s( n) 之间的正向关系呈现出明显变

化。当取 n = －20 和 n = －50 时，x( n) 和 s( n) 之间呈现相对较强的正向关系; 当取 n = －80 和 n = －
100 时，x( n) 和 s( n) 之间呈现出相对较弱的正向关系。这反映出，一方面，产业内的创新差距状态，即

落后企业和领先企业的市场竞争状态，是影响企业层面对外技术引进对自主创新活动作用的关键因

素; 另一方面，对处于中等创新差距分布状态的企业而言，其技术引进行为对自主创新投入的促进效

应相对明显，而对处于领先和落后创新差距分布状态的企业而言，技术引进行为对企业自主创新投入

的促进效应则相对变弱。命题 2 背后可能的内在机理是: 在处于 LL 型市场竞争结构特征的行业内，

虽然落后企业始终存在通过对外技术引进，依靠外部创新资源的购买和吸收来追赶领先企业的创新

水平，但是，对于那些处于极端落后状态的企业而言，由于自身的创新水平较低，技术吸收能力相对也

很低，难以通过相对先进的国外技术购买或引进促进自身创新能力的提升，进而导致对外技术引进

和自主创新投入二者之间的互补性降低，会激励企业更少采取对外技术引进。而对于处于中等创

新落后状态的企业而言，自身的创新能力和技术吸收能力均处于一定优势水平，会激励企业通过相

对先进的国外技术购买或引进决策，促进自身创新能力的提升。这导致对外技术引进和自主创新

投入二者之间的互补性较突出，即中等创新落后状态的企业更倾向于采取对外技术引进的决策

行为。

五、不同创新差距下技术引进对自主创新的作用

依据 ABBGH( 2005) 的思路，我们计算了中国本土企业之间创新差距值以及不同行业创新差

距值的相应测度指标，计算方法如下:

industryinnovation_gapjt = (∑
m

i = 1
λ ijt firminnovation_gapijt ) /m ( 9)

其中，firminnovation_gapijt =
leaderinnovationjt － otherfirminnovationijt

leaderinnovationjt
。采取( 9) 式测算产业之间的创新差距

值。industryinnovation_gapjt表示产业 j 在年份 t 的创新差距均值，firminnovation_gapijt表示产业 j 中企业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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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在( 9) 式的均衡中，共有 5 个外生参数: θx，θs，σ，珔n，n。对应的具体赋值是: ( a) θx =0. 8; ( b) θs =0. 3; ( c) σ =0. 2; ( d)珔n = －3;

( e) n =100 或 n = －100。



图 1 n 在不同状态下 x( n) 和 s( n) 之间的变化趋势

在年份 t 的创新差距均值，λijt 是企业 i 在产业 j 的创新权重，具体算法是 firminnovationinvestijt /∑
m

i = 1

firminnovationinvestijt，firminnovationinvestijt表示产业 j 中企业 i 在年份 t 的创新投入额，企业数量 m 表

示产业 j 在年份 t 的企业数量。leaderinnovationjt和 otherfirminnovationijt分别表示在年份 t 产业 j 中创

新能力排名第一的企业及产业 j 中其他企业创新活动指标，使用企业人均创新投入额以及企业人

均私人创新投入额来表示。无论是按照三位码产业还是四位码产业，无论是采用企业人均创新投

入额还是企业人均私人创新投入额，所得出的 firminnovation_gapijt年度均值均在 0. 88—0. 95 之间，

表明中国本土企业中的大多数在行业中处于较显著的创新落后状态。由此推断出的一个基本事实

是，中国大多数产业属于 LL 型市场竞争结构。
表 4 是按照不同创新差距分布特征划分的不同样本组，对外技术引进对中国本土企业创新

效应的检验结果。可以观察出，当创新差距值分布区间在 25% 至 50% 分位以及 50% 至 75% 分

位的样本组中，对外技术引进活动对本土企业创新是显著且稳定的正向促进作用。当企业创新

差距值分布区间是 0 至 25% 分位时，对外技术引进活动并未对本土企业创新产生显著的作用。
类似地，当企业创新差距值分布区间是 75% 至 100% 分位时，对外技术引进也并未对本土企业创

新有显著作用效应。上述经验发现验证了命题 2 : 一方面，对处于创新相对领先地位或者创新落

后状态的企业，由于无法依靠国外市场获得具有市场竞争优势的先进技术，对外技术引进就不会

对企业自身创新产生有效的互补或替代效应，验证了前文的假设，创新领先地位的企业并不依赖

从国外技术引进来提升自主创新能力; 另一方面，那些处于创新严重落后地位或者创新落差非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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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的企业，由于自身的创新能力不足导致吸收能力缺失，企业难以通过学习效应或技术转移效应

消化吸收从国外购买和引进的技术创新。因此，也无法依靠对外技术引进活动促进自主创新能

力的提升。
表 4 技术引进对不同创新差距分布的企业创新活动的检验

模型 1 模型 2 模型 3 模型 4 模型 5 模型 6 模型 7 模型 8

因变量

处理形式
前推 2 期

当期、前推

1 和 2 期

的均值

前推 2 期

当期、前推

1 和 2 期

的均值

前推 2 期

当期、前推

1 和 2 期

的均值

前推 2 期

当期、前推

1 和 2 期

的均值

企业层面创新

差距分布

0—25%
分位分布

0—25%
分位分布

25%—50%
分位分布

25%—50%
分位分布

50%—75%
分位分布

50%—75%
分位分布

75%—100%
分位分布

75%—100%
分位分布

因变量类型 Ln( perinnovationspend)

Ln
( perntroducespend)

0. 3607
( 1. 14)

0. 7091
( 0. 18)

1. 0441

( 2. 38) ＊＊
1. 6966

( 2. 90) ＊＊＊
3. 3198

( 1. 96) ＊＊
2. 9188

( 2. 06) ＊＊
6. 8540
( 1. 50)

3. 9362
( 1. 39)

FTDI
10. 0630
( 0. 82)

19. 5937
( 1. 63)

23. 2261

( 1. 94) *

31. 8762

( 2. 21) ＊＊
39. 3229

( 1. 74) *

30. 1436

( 1. 89) *

32. 1732
( 1. 40)

12. 0837
( 1. 35)

因变量类型 Ln( perprivateinnovation)

Ln
( perintroducespend)

0. 3594
( 1. 04)

0. 7124
( 1. 20)

1. 2914

( 2. 46) ＊＊
1. 8282

( 2. 86) ＊＊＊
3. 0892

( 2. 05) ＊＊
2. 6469

( 2. 13) ＊＊
4. 5232

( 1. 96) *

2. 1638

( 1. 72) *

FTDI
10. 0630
( 0. 82)

19. 5937
( 1. 63)

23. 2261

( 1. 94) *

31. 8762

( 2. 21) ＊＊
39. 3229

( 1. 74) *

30. 1436

( 1. 89) *

32. 1732
( 1. 40)

12. 0837
( 1. 35)

注: ＊＊＊、＊＊、* 分别表示 1%、5%、10% ( 双尾) 的统计显著性水平。括号内为经过以企业个体层面信息的 Cluster 聚类以及异

方差调整过的 t 值或 z 值。限于篇幅，其他控制变量回归结果省略。

六、结论与政策含义

中国政府积极实施和鼓励对外技术引进的政策，试图促进“引进技术→消化吸收→自主创新

能力提升→提高国际竞争力”的良性发展模式，形成战略谋划和布局的关键环节在于对外技术引

进能否促进中国本土企业自主创新能力的提高，以及理解其背后的作用机理。容易理解的逻辑是，

如果对外技术引进促进了中国本土企业自主创新能力的提升，表明中国政府制定和实施的鼓励对

外技术引进政策是有效的。反之，就表明鼓励对外技术引进的政策是无效的。本文利用中国独特

的微观企业样本，稳健的实证检验发现: 一方面，对外技术引进对中国本土企业的自主创新活动产

生了滞后的促进作用; 另一方面，促进效应只发生在创新能力相对滞后的企业以及部分的 LL 型产

业内，而处于创新领先地位的企业以及 NN 型产业，或者创新差距落后较大的企业以及创新差距突

出的 LL 型产业内，则并未呈现显著的促进效应。这表明，中国各级政府积极实施的对外技术引进

鼓励政策，对中国本土企业自主创新能力的促进效应具有较显著的局限性。理论模型和机理分析

表明，造成这种结果的动因和机制，可能与创新差距内含的不同竞争策略以及企业自身技术吸收能

力的权衡密切相关。
本文核心结论的政策参考价值可归纳为，中国政府的对外技术引进鼓励政策亟需适当调整: 一

是针对处于创新前沿或领先位置的本土企业，要弱化甚至放弃对外技术引进鼓励政策，转而强化知

识产权保护等方面的制度环境建设和完善，充分发挥制度层面的激励作用; 二是针对创新相对落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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状态的本土企业，有必要适当延续和调整鼓励对外技术引进政策，政策着力点应该落在通过对外技

术引进促进企业自主创新能力方面。中美贸易摩擦的焦点之一就是中国是否实现了强制性技术转

移。事实上，辨别和验证中国各级政府是否推行了强制性技术转移的证据之一，就在于中国本土企

业的对外技术引进或购买行为能否对自身自主创新能力产生显著的挤入效应或挤出效应。本文的

经验证据表明，这种挤入效应或促进效应，只是发生在部分创新处于中等落后状态的企业以及创新

差距较突出的 LL 型产业内。这说明，中国处于创新前沿领域的企业，根本无法从国外购买到先进

技术和核心创新成果。因此，即便按照美国指责中国实施的所谓“强制技术转让政策”，对外技术

引进政策对中国自主创新能力的促进效应也是相当有限的。客观事实是，“先进技术和关键核心

技术创新是买不来的”，只能依靠中国本土企业自主创新能力体系的培育来加以突破和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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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reign Technology Introduction and Local Firms' Innovation in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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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gainst the background of globalization and China's opening up，developing countries with relatively low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can enhance the independent innovation of local enterprises by introducing or purchasing foreign
technologies from developed countries and then gradually developing the conditions needed to promote sustainable economic
growth． Using data from a unique micro enterprise innovation survey in China，this paper studies the effect and internal
mechanism of the introduction of foreign technology on the independent innovation ability of Chinese local enterprises at the
empirical and theoretical levels． The main findings are as follows． First，using instrumental variables based on the
technology introduction encouragement policies of the Chinese government，we verify that the introduction of foreign
technology can have a lagged effect in promoting the independent innovation activities of Chinese local enterprises． Second，

we construct a model of the leading industries in China based on the ABBGH ( 2005 ) model． This local industry
equilibrium model of competitive innovation behavior and the game logic between advanced enterprises and backward
enterprises reveals that in industries with different competition structures， the introduction of foreign technology by
enterprises can have complex effects on independent innovation activities． Our subsequent empirical analysis further verifies
the theoretical model and shows that in LL-type competitive industries，foreign technology importers can significantly
promote the independent innovation activities of enterprises in the middle distribution of the innovation gap，but they have
no impact on other enterprises in the distribution of the innovation gap．

This paper makes a number of contributions to the literature． First，despite the significant efforts of governments at all
levels in China to encourage the introduction of foreign technology，few domestic studies have examined the economic effect
of new technologies． To fill this gap，we use a unique dataset on micro enterprises from the China Innovation Survey to
analyze the impact of foreign technology introduction on the independent innovation activities of indigenous enterprises and
the mechanism of this effect． Second，Cohen ＆ Levinthal's ( 1989 ) theory of enterprise technology absorptive capacity
suggests that the heterogeneity of the technology absorptive capacity of enterprises at different levels makes it difficult to
identify the causal links between technology introduction and the independent innovation capacity of enterprises． To address
this challenge，we design exogenous policy tool variables for foreign technology introduction activities at the micro enterprise
level based on the Chinese government's successive technology import incentive policies． We then use the variables to
identify the causal effects of foreign technology introduction on the independent innovation activities of Chinese local
enterprises and determine whether the Chinese government has implemented the correct policies． Third，we integrate the
theory of technology absorption capacity and the theory of the innovation behavior of industrial market competitors of
ABBGH ( 2005) into one framework，and we find that in most industries with LL-type competition characteristics in China，

the introduction of foreign technology only improves the independent innovation of enterprises in the middle distribution of
the innovation gap，and has no effect on other enterprises in the distribution of the innovation gap．

Our empirical findings show that the current innovation policies only promote independent innovation in enterprises
whose innovation is in the middle distribution of the innovation gap and in LL-type industries with a relatively prominent
innovation gap． These findings indicate that enterprises at the frontier of innovation in China are unable to purchase
advanced technologies and core innovations from abroad． Therefore，although the United States has accused China of
implementing a so-called“compulsory technology transfer policy”，China's foreign technology import policy has had little
effect in promoting the independent innovation capabilities of Chinese firms．
Keywords: Chinese Local Firms; Foreign Technology Introduction; Independent Innovation; Complementary Effect;
Distribution of Innovation Gap
JEL Classification: D21，F43，O14，O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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